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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正義論及其對醫療公正問題

的啟示 
 

張舜清 * 
 

摘要 

 
正義是一個歷史範疇，任何具有實踐品格的正義理論都只能是

與特定道德共同體特殊的善的規定相聯繫的正義論，從這一意義

上說，儒家當然也有自己的正義論。儒家正義論是以天道性命的

邏輯關係為起點，通過仁、禮、義三維一體的倫理結構而表現的

正義論。這種正義論將社會正義與個人正義統一起來，總體上體

現為一種“厚生”的思想意識和行動。由於“生”具有不同的實

踐領域和境界層次，從而使儒家正義論具有多維的展現向度。把

這種正義論應用於醫療公正領域，儒家主張醫療保健政策必須以

維護國民的生命意義和完整實現為前提，主張政府應提供一種基

礎性的全民性的醫療保障和保健制度。但儒家不認同單級的平等

主義的分配制度，而是強調資源的差等分配，但資源差等分配的

前提不在於每個人實際的貧富狀態，而取決於人的修德程度或者

說後天努力與貢獻的程度。個體對自我生命的完整實現負有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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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義務，因此儒家主張在醫療保健領域應當賦予個體和家庭以更

多的自主權。 

 

【關鍵字】 儒家 正義 醫療公正 仁 禮 差等分配 
 
醫療公正問題是生命倫理學領域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正如

一位學者指出的那樣，“生命倫理學面對的最大的道德困惑之一是

醫療公正問題，其中最為尖銳的問題是生命權利與公正。” 1 但是，

處理這一問題並不容易，這是因為它涉及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

我們如何理解正義、以何種之正義論來處理當代中國的生命倫理問

題，簡言之，取決於我們以何種正義論為構建當代中國生命倫理學

的理論基礎。顯然，鑒於當代中國多元的社會現實，這種理論基礎

只能通過整合多種理論資源來建構。在諸多理論資源中，那些與我

們的民族心理和性格相契合、且在現實生活中有著巨大影響力的思

想傳統，理應受到更多的重視。儒學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受到當代倫

理學者重視的。這集中表現為范瑞平先生提出的“重構主義儒學”

的主張，即“守住中華文化的價值核心，在當代社會重構儒學的天

道性理、人倫日常並探索它們在生命科技、醫療實踐、衛生保健制

度以及公共政策方面的體現和應用。” 2 本文的宗旨，即在於回應這

一理論訴求，試圖通過對儒家正義論的探討，來分析一下儒家在醫

療公正問題上可能採取的立場和態度。 
 

一、 何種意義上的正義 
 

直到今天，我們都不得不承認，儘管當代生命倫理學的多元現

實為我們以儒學為進路處理當代醫療公正問題提供了某種可能性，

但以儒家正義論作為構建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理論基礎仍然面臨著諸

 
(1) 何⼵倫：〈論中國多元化醫療公正的選擇〉，《醫學與哲學》，2005年，第 3期。 
 

(2) 范瑞平：〈構建中國生命倫理學——追求中華文化的卓越性和永恆性〉，《中國
醫學倫理學》，2010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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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質疑。考究諸種質疑，其觀點不外乎認為儒家乃一種特殊主義

的過時思想，它與現代正義論的要求已經相去甚遠，因而缺乏在當

代的實踐品格。這種論調可以說是老生常談，對於當代的儒學研究

者來說了無新意，但它卻經常性地被老調重彈。這就意味著、至少

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儒學的核心價值並沒有成為國人普遍的生活

觀念，相當多的國人並不認可它，它的生存空間還很脆弱，這也就

意味著重構主義儒學關鍵的工作之一仍然是要通過對儒學核心義理

和價值的闡釋解答人們關於上述問題的種種疑惑，先要爭取在理論

上說服人，通過理論的澄清和說明使人們在思想認識上“將傳統與

現代的斷裂續接起來”，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儒學已經具有了深厚的

實踐基礎。否則，將儒學價值運用到生命倫理實踐的任何一種作法

都難免遭受所謂這樣做的“道德合理性”的質疑和非議。有鑒於

此，我們有必要對儒家正義論的基本思想特徵作一說明。而作這一

說明之前，我們也有必要就上述質疑作一響應。事實上，上述質疑

其實本身也是值得質疑的。 

首先，這樣的質疑通常是建立在一種所謂“普遍主義倫理學”

的觀念立場上。在普遍主義者看來，存在著一種一般的、純粹抽象

的普遍主義正義論，這種正義論超越了“具體的善”的規定，因而

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在他們看來，只有這樣的正義論，才是真正

的正義論，其他任何特殊主義的正義觀念是得不到道德辯護的。但

問題的關鍵是，存在這樣一種超歷史、超文化、超時空的“放之四

海而皆準”的“普遍主義”正義觀念嗎？我們知道，正如“ethics”一

詞的詞源學所揭示的那樣，任何具有實踐意義的倫理觀念，都是特

定時代和環境下的產物，都是基於某種特定習俗而產生的。正義作

為一種道德準則，也不可能脫離具體社群的生存實際。正義的歷史

性也說明，並不存在永恆的正義觀，任何有效的、具有實質內容和

意義的正義論，都是和特殊的時代需求以及特定社群的生存環境息

息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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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講，假如我們相信存在這樣一種“普遍主義”的正義

論，那麼這樣一種正義論也只能是純粹抽象領域的一般規定，而不

具多少實踐的意義。也就是說，任何一種正義論，只有它和特定社

群之特定的“善”的規定相聯繫，它才可能在特定道德共同體的道

德實踐中發揮其客觀效用性。西方啟蒙運動以理性主義傳統建構普

遍主義倫理學努力的失敗，事實上也證明了這一作法的錯誤和局限

性。純粹抽象的正義規定，作為一種脫離具體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模

式之善的規定或者說“大原則”，往往不切實際而容易蹈空。這正

如范瑞平先生所指出的那樣，“脫離了關於善的生活的具體觀念而

建立一種普遍的正義原則，就像啟蒙計畫試圖僅僅通過理性論證建

立權威的、綜合道德體系一樣，都是無法實現的夢幻泡影。我們無

法不訴諸具體的前提而建立起充滿內容的道德體系，同樣，我們也

無法構建實質的正義理論而不涉及任何關於善的具體理解。” 3 所

以，用一種普遍主義的、抽象層面的正義觀質疑儒家生命倫理學的

觀點本身也是成問題的。任何可以發揮實際意義的正義論只能是一

種與具體的善相聯繫的特殊主義的正義論。因此我們大可不必因為

儒家思想具有某種特殊主義的性質，就加以排斥。 

其次，上述對儒家的質疑還可能來自這樣一種情況，即質疑者

本身已經確立起一種所謂“真正的正義”標準，儘管這種正義可能

並非是一種純粹抽象的理性規定的“普遍的正義”。也就是在質疑

者那裏，已經接受和認可了一種正義理念，並將之作為普遍正義的

標準來衡量其他正義思想。譬如有人把某種流行於當代西方的正義

論作為評判其他正義思想的既定標準，這種情況也是常見的。但問

題是，西方也並沒有一種被所有人認可的統一的普遍的正義理論，

即使是影響頗大的羅爾斯主義的正義論——正如布萊恩．巴里在《正

義諸理論》中揭示的那樣——也僅是正義諸理論中的一種觀點而

已，它並不必然地表現為對所有社會形式、甚至不能作為整體西方

社會普遍的、標準的正義觀。自始至終，西方社會都存在許多互競
 
(3) 范瑞平：《當代儒家生命倫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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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義觀念。麥金泰爾在《追尋美德》中明確地指出了西方社會的

這一特徵：“我們擁有太多全異的、互競的道德觀念——在這裏是

各種全異的、互競的正義觀念——而且，這一文化的道德資源也沒

有提供任何方式，來合理地解決它們之間的爭端。” 4 因此，儘管

事實上人們十分熱衷於討論羅爾斯主義的正義論在醫療領域應用的

價值，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因此便可將之奉為圭臬，視為構建中

國生命倫理學最為適切的理論資源。羅爾斯的正義論實質上仍然是

理性主義啟蒙運動的一種延續，或者說帶有理性主義啟蒙運動的後

遺症。他以抽象的理性人假設為前提，追求的實質仍然是一種擺脫

具體善的規定的普遍的正義論。他的根本方法是錯的。他的理論聽

起來更像是一種神話，因為它試圖讓一群不食人間煙火，無性、無

欲、無情、無“位”的人來為社會立法。正如趙汀陽所說：“羅爾

斯的‘初始狀態’假設，雖然簡潔優美，卻不符實際……‘初始狀

態’其實也不是真實的初始狀態，而是完全空想的，這樣就非常可

能把問題設想得過於簡陋，漏掉太多必不可缺的變數，以至於最後

不知道所說明的到底是誰的生活。當然，自己設想的一組條件所定

義的世界可以是某個可能生活，但如果不是我們生活著的那個可能

生活，就完全變成了文學創作。” 5 羅爾斯本人事實上也認識到了其

理論的缺陷。“他承認難以為普遍適用的正義或公平說明提供一般

的俗世的辯護。他的《正義論》是針對現代憲政民主制的社會提出

的。它並不必然地作為各種社會主張的基礎，或作為人本身、世界

本身的基礎。” 6 簡言之，羅爾斯在最需要他論證的什麼樣的社會才

是真正正義的這一點上，提供的前提只是一種假設，而事實並非如

此。而恰恰又是這關鍵一點，降低了羅爾斯主義正義論的理論品質

和實踐能力。 

 
(4) 阿拉斯戴爾．麥金太爾著，宋繼傑譯：《追尋美德》（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
年），頁 321。 

 

(5) 趙汀陽：《論可能生活——一種關於幸福和公正的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出版社，2004年），頁 163。 

 

(6) 恩格爾哈特著，范瑞平譯：《生命倫理學基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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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在運用何種正義論作為構建中國生命倫理學基礎的問題

上，並不存在一種既定的正義標準，而取決於某種正義理論是否切

合當前中國社會對人、對生命、對幸福生活以及政治經濟體制安排

的理解和訴求，如果缺乏這樣一種正義論，我們就應當在這種理解

和訴求的基礎上去建構和提倡一種新的正義論。這樣就有一個方法

和途徑的問題，在這方面，恩格爾哈特的觀點是極有啟發性的，他

說：“生命倫理學是文化的自我理解的一個中心成分”，它的中心

工作就是致力於“幫助一種文化澄清其關於現實和價值的觀念。” 7 

因此，就現實而言，在該以何種正義論作為構建中國生命倫理學的

理論基礎上，重要的不是我們去“舶來”多少正義觀，而是我們應

當如何更深刻而有效地理解、運用自我長期踐行的道德理念和準

則，這其中就包括儒家正義論。 
 

二、 儒家正義論的思想特徵 
 

儒家也有自己的正義論。但就當代思維和理論表達習慣來說，

儒家當然不存在一個明確以正義為特定內容或思想取向的理論體

系，儒家正義論的說法只是我們根據當代正義論的一般理論內涵和

特徵建構出來的正義論。也就是說，儒家當然有關於“正義”的思

想，但這種思想的體系化則是我們比照當代正義論的一般理論內容

和表述方式而建立的。正義問題之所以是正義問題，也會有一般的

形式要素和問題傾向。通常而言，正義問題具有以下幾個形式要素：

其一，正義總是和人與人關係的狀況有關，是建立和維繫某種人際

關係狀態的觀念支撐和依據，是對“關係的普遍合法性”的說明 8。

在這一層次上，正義作為一種整體的倫理觀念，實質是為處於同一

社會中的人與人之間的某種意義上的“不平等”所作的辯護。這一

點古今皆然。“在柏拉圖的時候，如我們的時代一樣，任何正義理

 
(7) 同注 6，頁 9。 
 

(8) 同注 5，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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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核心問題都是對於人與人之間不平等關係的辯護。” 9 其二，正

義表明了一種對生命的態度和生命意義的理解，是保障生命尊嚴和

完善生命意義的總的倫理和德性要求。我們怎麼理解生命、特別是

人的生命的意義、尊嚴和價值，以何種方式維護和保障不同生命的

尊嚴和價值，本身也是正義的問題。其三，正義的核心問題表現為

利益的分配，即對有限生存資源的分配。 

上述問題構成正義論的一般問題，對於這些問題，儒家都有獨

特和深刻的論述，從而構成具有鮮明儒家特色的儒家正義論。不過，

儒家並沒有可以和西語“justice”對等的倫理概念，而是以一套特有的

概念系統來表述它的正義思想的。在我看來，儒家正義論的深刻內

涵是以天道性命的邏輯關係為起點，並通過仁、禮、義構成的三維

一體的倫理結構全面展示出來的。 

首先，在正義之所以為正義的根本依據上，儒家訴諸於基於客

觀和主觀相統一的自然律令或者說“天道”。眾所周知，儒家倫理

的一切都是從“天道”中推導出來的。正義作為一種“普遍性的道

德品質”與作為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自然也不例外。正義原則同

樣根源於天。於是對“天道”的理解，決定了我們對儒家正義觀實

質內涵的理解。儒家的“天道”，實質即“生”之道，“生”是天

地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人間之“大法”。 10 從人道效法於天的角

度而言，所謂正義，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人順承天之“生”道，以

“生”為本，在“生”的理念指引下的愛“生”、護“生”的思想

意識和行動。天地廓然大公、以創生為本，人按此天意大心容物、

參贊天地之化育，便是正義之舉。從儒家“天人合德”的角度看，

這種天地之道下貫於人心，便是人的正義之德。所以一個社會，倘

能事事以天下之“生”為重，切實做到對生命的重視和保障，為各

種生命創造良好的生存條件，這樣的社會就是正義的社會。而個人

 
(9) 布萊恩．巴里著，孫曉春、曹海軍譯：《 正義諸理論》（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年），頁 3。 
 

(10) 張舜清：〈儒家生命倫理的原則及其實踐方式——以“生”為視角〉，《哲學動
態》，2011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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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懂得尊重和關愛生命，視人如己，懂得推己及人，注意協調人

與人的關係，立己立人，也可視為一個擁有正義之德的人。所以儒

家的正義原則，從根本上說表現為一種“善生”的價值原則。這種

正義原則把客觀法則與人的生命本性統一起來，既表現為社會的客

觀法則，又表現為個人的“厚生”品德，因此儒家正義論也是把社

會正義與個人正義相統一的正義論。 11 這種正義論，在實踐層面是

有多維展現向度的，儒家借助的概念主要是“仁”和“禮”。通過

仁和禮的具體闡釋，儒家正義論的具體內容也得以揭示。 

仁實際上是從不同程度和角度對“生”之理的說明。 12 仁首先

意味著一種天賦的“生”性以及人對自身生存性質及狀態的一種主

體覺醒能力，人因此也擁有一種對他者生命狀態和處境的感通能

力，所以人只要注重培育和擴充這種仁性，去體驗和感受他者的生

存狀態，人與人之間也就容易達到一種維護人人之“生”的精神共

鳴，從而為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和社會建立起主體的心性基礎。人

人都意識到自我之“生”與他者之“生”乃至萬物之“生”存在著

休戚與共的生命依賴性，從而懂得在“成己”中“成人”，在“成

人”中“成己”，“立己”而“立人”，整個社會乃至整個宇宙都

將處在“萬物一體”的“生生”境界中。所以行仁也即實踐正義的

要求，擁有仁德，也必有正義之心。在具體的實踐層面，行仁有幾

種具體的規定。 

第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仁者對生命有一種普遍的情懷，

對於天地萬物的“生生不息”的法則有著深刻的體認，因而能夠正

確處理人與萬物和自然的關係，懂得維護自然生態的平衡。人固然

作為上天的創造物不得不取食於他物和生命，但不會破壞自然本身

 
(11) “正義”一般有兩個維度：個體正義和社會正義。社會正義側重於社會基本制度
的安排和秩序的公平合理，而個體的正義主要是指作為這種政治美德之基本表現
的公民的社會正義感和公道心。（參見萬俊人：《道德之維——現代經濟倫理導
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 115。） 

 

(12) 張舜清：《儒家“生”之倫理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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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生”機制，這既是擁有正義美德的個人所恪守的生活準則，

亦為正義社會所必須。 

第二，“仁者人也，仁者愛人”。仁是對人的生命的本質規定，

從這一層面來講，正義行為之所以是正義的，就在於我們不僅要懂

得把人當人看，尊重人的生命本性的需求，更要以切實地行動去維

護人的生命尊嚴，去幫助人的生命的完善。《論語．鄉黨》中關於

孔子“傷人乎，不問馬”的記載以及《孟子．梁惠王上》關於孔子

說的“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的記載，都充分說明了儒家的正義論

與維護“人”的特殊生命尊嚴和需求有關。人人具有共同的生命本

性，“要把人當人看”，這種觀念本身也決定了人類個體對待個體

的方式，即人與人之間應當相親相愛，即所謂“仁者愛人”。“愛

人”就要助人，“己欲立而立人”，急人之所難，這種觀念作為施

政的基礎，必然會要求統治者在物質層面去關懷民眾實際的生存處

境，在物質分配上保證他們的安居樂業。儒家甚至為此制定了具體

的標準，如孟子講的“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仰足以事父

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等等（見《孟子．梁惠王下》）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生命的完善，當然包括物質與精神需求的雙重滿足，所以儒家是“富

之和教之”並重的。但具體的施政當然要有次序，一般來說物質的

滿足對於保障生命及其尊嚴的實現更具基礎性，所以對於儒家而

言，儘管禮義之教至關重要，但治國者的第一要務則應首先保證民

眾物質上的富足，即“富之”而後“教之”。由此可見，“民生”

是否被放在第一位，是否得到了切實的維護，在儒家那裏實際上被

看作社會正義與否的前提。而對於個人而言，是否有一種持之以恆

地關愛生命和他人的意識和行動，則是其是否擁有正義之德的主要

依據。 

可見，仁生原理使正義內容得以具體化的體現，正義的意識和

行動體現在對“生生”的境界追求上，體現在對人的生命尊嚴和生

命意義完整實現的維護和保障上。而要實現這一切，除了精神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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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更需要強有力的制度安排的保障。這種制度化的安排，就是

“禮”。沒有這樣一套形式化制度化的安排， “仁生”的正義要求

也就無法得到體現。 

“禮”制定的依據亦本於天，而非出於某些人或集團的特殊利

益算計。天地陰陽的“生物”法則和秩序落實到人間，即是人間的

“禮”。“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

之者生……故夫禮，必本於天。”（《禮記．禮運》）正因為“禮

本於天道”，從而使“禮”也獲得普遍的品格，成為當然的人類制

度規則。也就是，禮制是出於天之“生意”建立起來的，是“善生”

的價值要求，也是實現“善生”的手段，是合目的性與工具性的統

一。因此，合乎“禮”的行為，也便是正義之舉。破壞禮制的則是

不義之行為。當然，只有體現了“善生”價值要求的禮制，才能成

為衡量行為正義與否的標準。在實踐層面，禮和仁是相輔相成的，

禮制的正當性是受“仁生”原理制約的，所謂“人而不仁，如禮

何”。所以在現實層面，禮必須體現“仁生”的上述要求，必須是

出於對生命的維護，對人的生命尊嚴和本性需求的滿足，以“民生”

為要務。所謂“禮者，養也”，“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

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荀子．強國》） 

仁和禮是儒家正義論體現的兩個基礎的實踐原則，它們統一於

天之“生道”的要求，一內一外構成儒家正義論展現的兩個維度，

從而使儒家正義論既有德性內涵，又有行動原則的屬性，也就是在

儒家那裏，正義是把德性與行動相統一總的倫理準則。儒家的“義”

實際上兼有這兩方面的倫理意蘊。儒家的“義”既可視為內在的道

德品質，也可視為外在行為的原則和評判標準，故儒家有“義以為

質”和“行義”之說。因此在我看來，儒家之“義”，兼具正義的

兩個維度，事實上即等同於我們所說的“正義”， 13 體現為人類行

 
(13) 儒家的“義”是否等同於“正義”是存在爭議的。比如范瑞平先生就認爲二者不
完全是一回事，（參見范瑞平：《當代儒家生命倫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11年），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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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根本準則。是故孔子說：“君子之與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與比。”（《論語．里仁》） 

總之，儒家正義論是以天道性命的邏輯關係為起點，通過仁、

禮、義三維一體的倫理結構體現出來的。天道為儒家正義論提供了

根本的形上依據，仁、禮觀念的設立則使儒家正義觀的實踐既有了

主體內在的依據，又有了社會化客觀形式的準則。在仁與禮一內一

外的倫理結構中，儒家又以義作為銜接和融通二者的仲介，義既有

內在性，又有外在表現形式，既可表現為主體的德性，亦可作為行

動的準則，義實質即基於人性的主體意志（仁的要求）而持守禮的

品質和行為。義在儒家倫理實踐中其實更具現實性，在人際的應用

中更加日常化。這樣，儒家通過仁、禮、義的三維一體的架構，使

儒家的正義論成為德、行一致，融個體正義與社會正義為一體的正

義論。故曰：“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條理者，條理之秩然，

禮至著也，條理之截然，義至著也，以是見天地之常。” 14 
 

三、 儒家正義論對處理醫療公正問題的啟示 
 

儒家這樣一種正義論，對我們處理當代醫療公正問題有什麼啟

示呢？在儒家的正義原則下，儒家對於醫療公正問題，諸如在醫療

保健和資源分配等方面會採取什麼的立場和態度呢？ 

根據上述“善生”的價值要求，在醫療保健領域，我認為儒家

原則上會支持政府推行一種全民性的基礎性的醫療保健制度，並且

會認為這是社會主體（如政府）當然的義務。在儒家那裏，人人都

是“天命在身者”，都有生而俱有的人性尊嚴，都有維護和實現自

身生命意義的權利，因此社會管理者施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礎就

在於以此為前提，把滿足人的生命本性的需求和生命尊嚴作為施政

的基礎。在儒家那裏，這即是“仁政”的表現，也是儒家的社會正

義觀的集中表現。人特有的生命尊嚴不僅要求我們要把人當人看，
 
(14) 戴⼵震，戴震研究會等編纂：《戴震全集》（第一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1991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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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人與動物等相提並論，更要為人的生命意義的完整實現創造

一種良好的生存條件，因此政府制定的制度或政策必須有利於每個

人實現最佳的生命狀態，至少在原則上必須堅持這一點，不能以種

種藉口有意削減部分生命為完善自身而本應獲得的正當需要，以滿

足另外一部分人更好的生活狀態。在“善生”這一目的性的價值要

求下，在醫療保健領域，政府推行一種全國性的旨在幫助和維護全

體國民實現最佳生命狀態的醫療保障制度或醫療資源分配制度就不

僅是正當的，也是政府的義務所在。 

不過這樣一種狀態，只是一種理想的情況，現實的生存資源並

不足以滿足人的種種需要，即便確實是正當的實現最佳生命狀態的

需要。所以儘管儒家原則上會主張一種全國性的醫療保健制度，主

張醫療資源的分配應當以儘量滿足人的最好的生命狀態為前提，但

不會主張推行一種在結果上完全平等的分配制度和保障制度，相反

更願意採取一種差等分配制度。道理很簡單，人的生存需求欲望的

無限性與物質資源的有限性始終是人類生存面臨的一個矛盾，儒家

也必須要在人欲與資源供給之間做出平衡，既能保證人人各得其

“生”，又不至於使“物屈於欲”， “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

不能贍也。”（《荀子．榮辱》）所以儘管儒家將實現人的最佳生

命狀態作為施政的出發點，但還必須作出更為具體的謀劃，以便協

調人的生存欲望與物質資源不足之間的矛盾，同時又體現公平正

義。這就是儒家的“禮制”。儒家設“禮”的目的，從分配正義的

角度來說，即“養人之欲，給人之求”，“ 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

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荀子．

禮論》。這樣的“禮制”，也是一種差等分配制度，其目的也是為

了使不同的人根據其所“宜得”居於相應的等級上，從而有效緩解

物質資源緊張帶來的矛盾。儒家對於自己主張的這一差等分配制度

是從不諱言的，因為儒家認為這有深刻的根據。 

第一，在儒家那裏，“差異性”是天地秩序的一種體現，宇宙

萬物其情各異，各個不同，這是天地創生的本然狀態。萬物雖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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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卻和諧有秩，彼此處在一種共生共榮的狀態中，也即“和而不

同”乃天地常道。“不同”不僅是自然事實，也是生機所在，所謂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15 換句話說，在儒家那裏“差等”不僅

符合天地秩序，也是創造力的根源，是萬物得以生長變化的動力。

因此，物質資源的分配，也必須體現這一客觀的自然狀態，而不能

搞平均、一刀切。人類作為天地創生之物，也存在著個體之間極大

的差異性，在滿足各自生命需求上存在著不一致，因此管某種形式

上的平等是正義所必須的，但純粹結果的平等在儒家看來則是完全

違背正義原則的。因而在資源分配之前，事先區分出不同人群的特

殊需要進行差等分配，並非不正義，相反正是正義的體現。問題的

關鍵不在於區分或不同，而在於怎麼樣區分，哪種意義上的不同。 

第二，人不僅具有先天的差異性，也有後天努力程度的不同，

從而導致對社會的貢獻和作用會有所不同，在儒家看來，分配必須

顧及到這種後天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人們的後天努力程度

和對社會的貢獻與作用大小應當在分配上有所體現。這是正義原則

的必然要求，賢能者不能居之，多勞多奉獻者不能享受相應的回報，

勢必造成更大的社會問題。“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

不祥莫大焉。”是故“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

者也。”（《荀子．王制》）在這一問題上，儒家也有多重考慮。 

其一，儒家認為每個人作為“天命在身者”都負有天定的對自

我生命負責的責任和義務，這要求我們在完善自我生命方面必須積

極有為、自強不息，而不能坐等天命、消極混世。一個人行健不息、

修身不輟、積德行善，造福眾人，理所當然也應該受到社會更多的

精神和物質的肯定與回報，正義的社會應當是獎罰分明的社會。個

人的努力程度和社會貢獻必須在分配制度中體現出來。因此物質的

分配不能是平等的，應當是一種差等的分配格局。 

 
(15)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頁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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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也是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是，儒家這種差等分配主張信奉

的不是叢林法則，而是和“德”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也就是說，一

個人的後天努力或社會貢獻的基礎在於“修德”。根據德行的高低

來決定一個人處於何種分配的等級。儒家認為德性是正義社會實現

的道德基礎，所以正義的社會，就應當是一個重視德性的社會。有

德無位，有德無實，放縱無德，得不稱德，都不是正義社會的體現。

“天命無常，唯有德者居之”，這樣的社會才是正義的社會。所以

儒家並不一般地把德性與利益對立起來，相反儒家肯定有德者應當

獲得與之相匹配的物質利益，否則孔子也不會面對品德高尚卻十分

困窘的顏回發出“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

屢中”（《論語．先進》）的感慨。 

儒家視德性為建構正義社會的基礎，也就規定了人們在分配中

應該處於何種等級的依據。換句話說，儒家是把一個人的德性高低

作為進入不同等級的前提。在儒家看來，一個人只要通過修身達到

一定境界，就可以相應進入不同的分配等級。所以儒家的禮制雖然

規定了不同的等級，但這些等級是對天下所有人開放的（當然這也

是一種理想狀態，在帝制時代，最高統治者的位子不會輕易因德而

替換），任何人只要通過修身取得一定成果並通過考試等形式確認，

就可以進入高一層次的分配等級中。這頗有現代意義上的“崗位開

放”和“機會平等”的意思。 

總之，儒家在醫療資源分配等問題上不會主張平等主義的分配

制度，而寧願採取差等的分配格局。這既出於天道創生的“和而不

同”的“生生”機制，又出於對現實問題的具體考慮。在分配的依

據上，儒家把“德”視為分配的重要依據，而不會單純地把人們實

際的貧富狀態以及由於“自然運氣”差而導致的不幸作為基礎。修

德是每個人的天定義務，也是個體生命尊嚴和意義得以實現的根

本，因此個體不能消極等待“合理的制度安排”從天而降，或者過

分依賴社會救助。社會也應該設立一個合理的保障制度，以使勤於

修身，德行充沛之人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和回報。至於個人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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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狀態則不應當作為分配的主要依據。儒家並不認為窮人就應該

獲得更多的照顧，富人就應該義務地多做犧牲。儒家沒有這個意思，

儒家關心的不是一個人窮不窮富不富的問題，而是為什麼窮為什麼

富的問題。假如窮且益堅，固窮自強卻遭受不合理的制度摧殘，這

是制度的不義，而非個人不義。假如懶散懈怠、混事無為、碌碌無

志、自暴自棄，這樣的人又有什麼資格從社會上獲得更多的資源呢？

因此這樣的人本身也不應獲得更多的同情，充其量只能給予人道主

義的救濟。但政府和他人沒有義務為這樣的人承擔風險和買單。換

句話說，儒家並不會把一個人的實際的貧困狀態作為是否給予更多

優惠考慮的基礎，而是把一個人實際的作為本身作為對待他的前

提。也就是說，儒家鼓勵個體通過自身的努力積極創造自己更好的

生命，肯定個體對自我成果擁有更多的自主權。一個作出突出業績

的人，完全可以支配較多和較好的資源，包括使自己獲得更多更好

的醫療保障和保健服務，政府不能強制推行“均貧富”的政策，更

不能限制個體通過正當行為儘量使自己獲得更好生存條件的努力。

但是我們不能誤解的是，儒家的這些主張均建立在對政府的“仁

政”要求上，政府有責任有義務使每位公民的基本生命權益得到保

障，政府支配的公共資源必須以廣大民眾的實際生存需要為前提，

也就是必須把群體共“生”的需求作為更重要的考慮方面。在這一

前提下，盡可能賦予個體或家庭根據自身實力選擇不同醫療保健服

務的自主權。 

以上我們只是約略探討了儒家正義論的特徵及其在處理醫療公

正問題上的可能態度和立場，事實上在這一問題上還有許多十分重

要且具體的問題需要討論。比如我們如何理解愛有差等和儒家正義

論的關係，這一原則能否運用到醫療公正領域，會有哪些問題？怎

麼處理所謂“大義”和“小義”的問題，在醫療公正領域具體體現

為什麼問題，儒家是否允許道德主體在處理具體的醫療公正問題上

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其限度是什麼？等等。但限於篇幅，

筆者不能繼續討論下去。最後想強調的是，在醫療保健領域，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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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支援一種由政府主動實施的旨在為全民提供的基本醫療保障和

保健服務的政策，但是我們同時也應當允許人們依據自身能力和努

力程度去獲得更好的醫療保健，而不應當以維護“平等”名義為限

制他們獲得較好醫療保健條件的機會和空間，在這方面，我們應該

給予個人和家庭更多的自主權和選擇權。而對於社會上因各種自然

的不幸以及個人的慵懶、墮落而導致的生存困境，我們只能施以人

道主義的救濟，而不能在抽象意義上或在結果上講人的平等。至於

因為社會制度本身的不公而導致的生存困境，這又涉及更重大的問

題，自然另當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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